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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耕地非粮化治理对耕地保护、农民收益和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日本的耕地非粮化治理经历了长期
演变。其过程显示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因和环境差异直接决定了治理政策的内容。结构性矛盾引发的非粮化问题

可通过农业保护措施解决，但过度保护会阻碍现代化。因此，日本曾引入竞争机制调整趋粮化和非粮化的发展趋

势。但由于农业发展局限和市场导向，非粮化问题再次显现。为应对新阶段的挑战，需要从保障政策网络过程的

循环能力、提高政府的统筹能力和增强环境客体的适应能力等方面出发，调整耕地非粮化治理的相关策略。

【关键词】耕地非粮化；政策网络过程；粮食安全；政策选择；日本

【中图分类号】Ｆ３３３． １３１． 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 １６１２３ ／ ｊ． ｃｎｋｉ．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 － ３５５ｘ． ２０２４． ０３． ００１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 － ３５５Ｘ（２０２４）０３ － ０００１ － 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 － ０４ － 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３ 年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权能拓展背景下的集体成员权及其实现机制研究”（２３Ｇ０８０）
【作者简介】肖盼晴，法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教授。

耕地非粮化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仅是中国政府需要

面对的挑战，也是全球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当前世界局势变化下，粮食市场的不稳

定及价格波动进一步加剧了各国对粮食问题的担忧。因此，确保粮食安全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

的重要问题。相比难以控制的外在因素，治理耕地非粮化是各国保护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在手段。

例如，近邻日本虽国土面积狭小、自然灾害频发，但其粮食自给率一直维持在 ３９％左右［１］。尤其

值得关注的是其主粮自给率能够长期稳定在 ９８％以上，并可以出口部分优质稻米。可以说，耕地
非粮化治理在保护粮食安全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具体而言，日本政府通过设立农地保护区、大

力支持农业科技进步、不断完善土地利用相关法规等措施，有效遏制了耕地非粮化的趋势，进而保

证了粮食生产的稳定性。日本耕地非粮化治理的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耕地非粮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农业面临的普遍困境，直接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工业

对农业的虹吸效应、市场的逐利特性都会加剧耕地非粮化现象，该问题实际反映了农业与工业、市

场的动态关系。日本早在明治时期就注意到了该问题，于是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制定了“劝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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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施了抑制耕地非粮化的政策，以此鼓励粮食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全

方位改革，以往治理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政策随之调整。为了应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日本政府

根据不同时期农业生产特点、国际贸易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因势利导，采取不同措施

治理耕地非粮化问题。日本的耕地非粮化治理呈现出阶段性和动态性的显著特点。日本学界在

对待耕地非粮化问题上也具有高度一致性，都认为必须抑制耕地非粮化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但

对于具体做法，学界研究存在明显分歧，可以分为传统型、竞争型和协同型等不同类型的观点。

一是传统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观点。该观点主张依靠自耕农群体，通过关税壁垒、种粮补贴

和限定耕种等手段来保护粮食生产，防范耕地非粮化。封建小农说［２］从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出发，

分析耕地非粮化问题成因，认为是由于土地与农民的结构性矛盾，大量土地掌握在少数封建地主

手中，广大农民无地可种，才导致了耕地非粮化问题。基于此，传统小农说［３］指出日本传统小农具

有自主性、自立性和自给自足性，该特性决定了他们是防范耕地非粮化的主要力量。经济小农

说［４］进一步指出日本传统小农的脆弱性特质和协作性习惯，认为其生存发展需要组织协作与国家

帮扶。这些学者立足于日本农业传统特征，结合战后农村实情，普遍认同传统型的治理方法能够

有效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

二是竞争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观点。该观点认为自由贸易环境下要通过增加农业收益、培育

产业竞争力来吸引民众主动从事农业、种植稻米，以此从根本上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地权发展

说［５］认为传统的农地政策虽然能防范寄生地主制复活，遏制耕地非粮化，却是以加重财政负担和

扭曲米价为代价，不符合市场环境下的农业发展需求，阻碍了日本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农业发展

说［６］指出贸易自由环境下导致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原因不再是人与地的结构性矛盾，而是因为在耕

地上种植经济作物、转换用地属性收益更高。竞争农业说［７］认为引入市场机制，培育骨干农家，短

期内耕地非粮化现象可能会加剧，但长期来看却能从根本上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这些是在反思

传统型治理模式弊端的基础上，结合商品经济特性和国家发展需求提出的新观点，意图将耕地非

粮化治理策略由传统保护型转向竞争型［８］。

三是协同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观点。该观点认为以往的治理观点存在将耕地和粮食二者割

裂的问题，并主张针对耕地非粮化治理问题，既需要传统的政策保护，也需要通过市场进行辅助调

整。地域共生说［９］驳斥了贸易自由主义有关耕地的观点，认为耕地不同于普通商品，具有特殊性。

其流通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必须由政府进行限制。有机农业说［１０］也意识到对于身处世界贸易体

系中的日本来说，农业是比较劣势，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培育骨干农家来防范耕地非粮化的方法是

无法实现的［１１］。耕地非粮化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１２］。政府以行政或

法律手段规范耕地管理和培育稻作农民，同时引导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保障大米产业良

性发展，以此实现治理耕地非粮化的目标。

由此可知，日本学界虽然在具体措施与对策方面存在分歧，但对于耕地非粮化问题意见高度

统一，都认为需要进行防范与治理。根据不同时期导致耕地非粮化的具体原因和治理思想，结合

日本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演化阶段与治理政策内容，可将其划分为传统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阶段、

竞争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阶段和协同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阶段。总体而言，日本有关耕地非粮化

治理的政策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因此，通过政策网络过程分析框架，梳理其耕

地非粮化问题的历史变化趋势以及政策选择与制定过程，能为当下各国的耕地非粮化治理的政策

选择与制定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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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过程的分析框架

政策网络过程理论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范式。政策网络被视为政策活动中用以分配公共

资源、满足各方利益要求的介质，也是公共政策得以调整与实现的载体和方式。该理论认为政策

的制定与产生过程存在资源依赖性，主体会基于现实环境进行理性决策，政策网络过程可以视为

政策过程的“语境化”。多元主体在互动过程中对议题进行对话和协商，以增加政策利益［１３］。而

在互动与协商过程中，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现实往往存在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１４］。因此，就需要

一个元治理主体去协调、平衡多方利益，确定政策议题。而这个元治理主体，在政策网络过程中多

由政府担任。

据此可知，政策网络过程理论用于分析日本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演化机制与政策过程具有较强

的适用性。日本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演化与治理政策的选择与制定行为是一场以利益表达为出发

点的多元主体博弈过程。首先，在不同利益主体的利弊权衡与利益博弈中确定政策议题、制定政

策内容是政策网络运行的结果。其次，每个阶段所成功制定的政策与措施，都反映一个成功的政

策网络过程。它实现了不同阶段的治理目标，增加了政策利益。最后，日本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演

化与治理政策的阶段间具有关联性，体现了政策网络过程理论的发展性。基于此，笔者根据日本

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演化机制与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反馈过程，确定了日本耕地非粮化政策制定的分

析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利弊权衡
政策议题

利益博弈

增加政策利益

初始 / 变化环境

自然环境
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

政策反应

元治理主体
（政府） 政策

确定 制定

图 １　 基于政策网络过程的分析框架

政策网络过程的分析框架包括自然、经济和社会 ３ 个层面。一是自然环境。日本的国土面积
与地形条件等自然环境，直接决定了其农业资源禀赋在世界处于比较劣势地位。这也影响了农民

个体的决策行为与国家主体的政策方向。众所周知，日本耕地面积少、质量参差，这些问题短期内

无法改变。上述条件决定了其耕地非粮化问题的严峻性。二是经济环境。经济环境的变动是导

致日本耕地非粮化趋势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同一农民个体，也会因为经济环境的变化而

采取截然不同的行为，以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三是社会环境。政府需要立足于国内外环境现

状和发展趋势，综合考虑粮食安全与国家发展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控制耕地非粮化问题治理

的行为方向。综上所述，环境是政策网络过程的出发点，政策选择基于初始环境。同时，环境也是

政策内容的作用对象，会对政策结果给出回应，既反映耕地非粮化问题的阶段演化，也会带来治理

策略的变动。自然环境是政策制定的基础，为其提供物质载体和发展保证。经济环境是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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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因和结果体现，它反映了国家要粮的政治逻辑和农民要钱的经济逻辑难以耦合的张力［１５］。

社会环境是政策制定的关键，包含国家的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

三、自耕农主义指导下的治理策略

（一）结构性矛盾下的耕地非粮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耕地非粮化问题日益凸显。其原因主要包括 ３ 个方面。一是自然环
境的结构性矛盾。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耕地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

１１ ． ８％。然而，此时日本总人口数为 ０ ． ７２ 亿。人与耕地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二是经济环境的结
构性矛盾。战后日本国民经济接近崩溃，政府限制粮食的市场交易①。更为严重的是，农业基础遭

受严重破坏，却无法通过贸易获得生产所必需的种子、化肥等，难以恢复正常农业生产。三是社会

环境的结构性矛盾。战争时期，日本国内仍是寄生地主制占据主导地位。地主在战争期间大量兼

并土地，造成大量自耕农破产。因此战后出现大量自耕农无地可种，少量地主拥有土地却无人耕

种的现象。同时，大量海外平民撤退回国，然而他们在国内没有耕地［１６］。

综上可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原因，已经出现了由结构

性矛盾所导致的耕地非粮化问题。

（二）自耕农体制与农业保护措施

日本政府意图解决战后初期的耕地非粮化危机，就需要化解人与地的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

盾产生的原因包含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但自然环境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经济环境矛盾也因

二战后美国的援助得以缓解。因此，社会环境所导致的结构性矛盾是这个时期亟须解决的主要矛

盾，也即寄生地主制导致的农民与耕地的结构性矛盾。日本政府认为只有让广大佃农拥有并经营

土地，才能够解决人与地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对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治理，保障国家长期粮食安全。

于是相关政策将自耕农群体作为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的主导群体，其核心方案是创立自耕农

体制［１７］。

以耕地、农民和农产品作为对象，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表 １ 所示）。
首先，对于耕地，确定了土地改革目标。通过复垦、新垦农地，扩大耕地总面积。日本在盟军的授

意下进行土地改革，以赎买方式将地主土地分发给佃户，通过这一举措，日本政府将 １９４ 万公顷耕
地分配给 ４２０ 万户农民，大量自耕农得以产生［１８］。本次土地改革将封建土地所有制成功转变为

资本主义小农经济［１９］。其次，对于农民，以“保护 ＋扶持”的方式巩固自耕农基础。日本政府不仅
以宪法形式承认土地改革的合法性，保护新兴的自耕农群体利益，更是制定新的法案扶持自耕农

群体，防范其因自然、人为原因破产。这些措施不仅让农村成功稳定下来，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到 １９５０ 年，自耕农已经成为农业的主体力量。最后，对于农产品，制定“自给 ＋ 进
口”的新粮食战略。战后初期，延续战时的“强制征购粮政策”，用低价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再由

政府低价出售给消费者。但这一政策很快引起农民不满，许多农民不愿再种植粮食作物，耕地非

粮化现象出现反弹。基于此，政府确立了“自给 ＋ 进口”粮食战略：除主食大米必须自给自足外，
玉米、大豆和小麦可采用进口替代方式，并强制规定一定数量的农民必须种植稻米。同时为了缓

和矛盾，遏制非粮化倾向，政府采取“剪刀差”政策，以工业反哺农业，通过高昂的稻米补贴、提高

售价等方式，吸引更多农民种植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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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战后初期的治理政策①

对象 内容

耕地

１９４５ 年颁布《紧急开垦实施要领》，鼓励国民开垦新的耕地

１９４６ 年日本议会通过《农地调整法修正法案》和《建立自耕农特别措施法案》，前者用低

廉价格将地主手中土地收归国有，后者再将耕地以低廉价格卖给佃户

农民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麦克阿瑟发布“解开农民指令”，是日本“自耕农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

１９４６ 年修订《日本宪法》，其中第 ２９ 条规定“公民取得（持有）财产的权利不受侵犯”，从

法律层面保障农地改革中农民获得的利益

１９４７ 年颁布《农业灾害补偿法》，防范新兴的自耕农因自然灾害破产

１９４７ 年颁布《农业协同组合法》，加强自耕农间的协作，助力恢复生产

农产品

１９４５ 年延续战时“强制征购粮政策”，用低价从农民手中购买稻米，再由政府低价出售给

消费者

１９５５ 年，确立了“自给 ＋进口”粮食战略，即除主食大米必须自给自足外，玉米、大豆和小

麦可采用进口替代方式

１９６１ 年制定《农业基本法》，在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同时，采用工业反哺农业的手段，

保障稻米的生产与销售价格，以此保障主食自给

　 　 （三）从粮食短缺到粮食过剩
日本政府根据战后环境所制定的以自耕农体制为核心的系列政策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

方面，以自耕农体制为核心的非粮化治理策略，成功解决了因农民与耕地的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

耕地非粮化现象，自耕农成为粮食种植的主力军，占总农户数的比例达到 ６１ ． ９％ ［２０］。日本大米

自给率一度超过 １００％，产量也在 １９６７ 年达到 １ ８００ 万吨的峰值［２１］。另一方面，改革也造成了稻

米生产效率低下、政府财政负担过重等负面影响。稻米收益远不如蔬菜与经济作物。因此为了维

持粮农的稳定性，政府不得不用高额的粮食补贴吸引农民种植水稻，这直接导致财政压力巨大。

同时，稻米进口禁令让国内的稻作农民们缺乏危机意识。农民群体只顾扩大种植面积，而不提高

种植技艺，因为他们是根据种植面积领取补贴［２２］。稻米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不仅挤压了其他农

作物的种植面积，导致薯类、玉米等自给率持续走低，还出现了“米过剩”危机［２３］。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治理政策实现了最初设立的目标。自耕农主义指导下的耕地非粮化治

理政策解决了该时期耕地与农民的结构性矛盾，遏制了耕地非粮化现象，维护了国家粮食安全。

但该时期的治理政策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特点，因此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粮食补贴制

度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导致了生产低效化危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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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表参考以下资料整理：农林省大臣官房定务课编「农林行政史第 １ "」（１９５７ 年）和「农林行政史第 ６ "」（１９７２ 年），
财#法人日本农业研究所「林水产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农林水产省百年史$"资料编」（１９８１ 年），财#法人农政调%会
「农业构造政策と农地制度」（１９９８ 年），中村&次「'盵：(後日本の农地政策」（２００２ 年），岛本富夫「日本の农地—所有と制
度の略史—」（２００３ 年）等。



四、贸易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治理策略

（一）保护主义下的耕地趋粮化

１９７０ 年开始，自耕农主义指导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的负面效应不断累积，加之国际形势
的变化，政策网络过程分析的环境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一是经济环境方面，国际大米禁令、高昂稻

米补贴等加剧了财政负担。虽然蔬菜、水果市场价格更高，但是日本农民却不愿意种植稻米以外

的农作物。其原因在于种值稻米不仅能享受高昂补贴，且不需要应对国外农产品竞争。二是社会

环境方面，１９８５ 年乌拉圭谈判拉开序幕，目的是建立全新的多边贸易体系。１９９５ 年，世界贸易组
织取代关贸总协定，日本却迟迟无法加入。主要原因在于受 １９７３ 年“大豆禁运”事件影响，日本
不愿放开大米禁令，该政策与世界贸易组织理念明显相违背。

基于上述经济、社会新环境的分析，可以发现此时期耕地趋粮化现象增多。但此阶段日本政

府也存在三大困境。其一，大米补贴导致的财政负担与农产品结构单一化。其二，大米禁令与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冲突。其三，过度保护引起的农业生产效率的低质化，削弱了日本农业的市场

竞争力［２４］。因此，为了推动农业现代化，日本政府试图扭转这一困难局面。

（二）自由市场与竞争农业措施

日本面临新的环境变化与发展困境，而困境的解决又会导致新的矛盾。例如，为了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而取消大米禁令必然会冲击稻米产业，导致国内耕地非粮化问题。若为减轻财政负担而

取消大米补贴，也会导致因种粮收益减少而出现的耕地非粮化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核心议题

是：如何在实施竞争型耕地非粮化治理策略的同时，将耕地去粮化的负面影响限制在合理范围内。

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政府从国内与国际两个层次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贸易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

内容

国内

１９７０ 年修订《农地法》，废除旧法中的最高土地限额，允许自由买卖

１９７８ 年修订《农业基本法》，放宽农地经营资格，降低农业贷款门槛，推广机械化作业，以此提高稻米生

产率

１９６９ 年、１９９０ 年两次改革自由米制度，大米价格实行双轨制

１９９４ 年取消《粮食管理法》，政府对大米价格不再进行直接管制

１９９５ 年颁布《主要粮食的供求及价格安定法》，大米实现市场化定价

１９９９ 年新制定的《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取代《农业基本法》，农业支持政策去行政化，更注重市

场化

国际
１９７３ 年制定《海外农业开发》，引导海外屯田

１９９９ 年《乌拉圭农业协定》生效，大米实行关税化

资料来源：农林水产省，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ｆｆ． ｇｏ． ｊｐ ／ ｊ ／ ｋａｎｂｏ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第一，在国内的主要举措是调整农业补贴规则与提高粮食生产率。日本政府先是废除个人土

地限额，鼓励土地流转，随之推广机械化农业，以提高农业生产率。而后对大米实行价格双轨制，

允许大米在市场中自由交易，并不断加大“自由米”比例。但此时仍存在政府定价的情形。其目

的在于保障稻作农民的基本利益。直到 １９９５ 年，日本大米定价彻底实行市场化。农民生产的自
由米为获得市场优势，就必须提升稻米品质或提高生产力。在此背景下，反而推动了农业自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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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主动改良。第二，在国际层面开展国际屯田并实行进口配额制。在自由贸易市场中，日本农

产品将参与世界竞争。日本政府制定了“海外屯田”战略，在泰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国家经营农

场。最初目的是为了调控国内农产品价格。到后期，特别是 １９８５ 年后，还肩负起了遏制国内耕地
非粮化的作用。与此同时，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日本为国家发展前景，必然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因此，势必会放开大米禁令。但是，受到“大豆禁运”和多次“米骚乱”事件影响，日本政府从

谈判开始，就已经着手应对可能出现的冲击。历经 １４ 年的谈判，日本同意大米关税化，但通过进
口配额制加以限制，总配额不能超过大米总市场的 ５％ ［２５］。

（三）可控范围的“隐性”非粮化

综合来看，这一时期在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政策的施行效果由耕地趋粮化转为去粮化，可

说是可控范围的“隐性”非粮化。原因归为两点：第一，自耕农体制产生愈发严重的负面效应，要

求日本政府必须有效应对。第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也需要调整既有政

策。在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原因下，日本政府选择制定竞争型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

从短期来看，新政策缓解了自耕农体制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政府通过改革大米价格机

制，倒逼农业改革，提高了大米生产率，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并维持了较高的主粮自给率。从长

期来看，前述采取的系列新政策是为了使日本农业生产融入市场竞争环境。但在市场主导下，农

业生产者的趋利心理促使其种植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长此以往将使耕地非粮化问题进一步加

剧。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日本政府采取进口配额限制，可见其也预料到大米关税化后，国内大米

产业必定会受到冲击。那么，在收益等各种因素影响下，耕地非粮化现象将会无法遏制。由日本

官方统计数据可知（如图 ２ 所示），《农地法》废除土地限额并允许自由买卖后，耕地总面积与稻作
面积同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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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耕地总面积及稻作面积
　 　 资料来源：农林水产省，作物统计调%·作癋调%，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ｆｆ． ｇｏ． ｊｐ ／ ｊ ／ ｔｏｋｅｉ ／ ｋｏｕｈｙｏｕ ／ ｓａｋｕｍｏｔｕ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五、２１ 世纪新环境下的治理策略

（一）市场竞争下的耕地非粮化

竞争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实施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日本整体格局产生

极大冲击。政策网络过程分析框架的基本环境也再度改变。其中，仍以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

化为主。经济环境变化的表现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农业资源禀赋处于劣势的日本，即使通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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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关税等手段减少国际大米优势，仍不可避免导致国内大批稻作农民破产［２６］。并且由于《乌拉

圭农业协定》限制了国家对大米种植的直接补贴，稻作农民的经济收益难以保证，农民要钱的经济

逻辑与政府要粮的政治逻辑愈发难以耦合。社会环境变化的主要表现是农业离农化、从业者高龄

化现象严重。１９９０ 年后的 １０ 余年间，日本农民减少 ９５ ． ５ 万户［２７］。而根据 ２００３ 年日本首次公布
的认定农业者数据可知，年龄在 ５０ 岁以上的从业者比例已达到 ５４％ ［２８］。耕地总面积、稻作面积

和农民总数呈现同步下降趋势。同时，耕地撂荒、污染废弃面积却在持续增长［２９］。

总而言之，２１ 世纪初期日本耕地非粮化问题呈现无法控制态势，其治理面临极大挑战。首
先，《乌拉圭农业协定》限制了日本政府的治理方式，大米禁令、直接的大米补贴等手段无法再度

施行［３０］。其次，由于自然环境限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日本尝试的竞争型耕地非粮化

治理体系还未充分建立，系列政策尚未发挥作用便已经失效。如何解决市场化环境下农民逐利的

经济逻辑与政府稳粮的政治逻辑的矛盾，是解决 ２１ 世纪日本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二）利益耦合与协同治理措施

日本政府选择放弃贸易保护，由市场决定趋粮化还是去粮化。这是基于国家发展的整体需求

的策略选择。农民出于个人理性，追求农业收益，也符合理性人思考逻辑。在此背景下，政府需要

面对并解决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的冲突。权衡利弊后政府选择牺牲国家部分经济效益，给予农民

经济补助，以实现政治效益。同时，日本政府也吸取以往教训，不再试图以单一手段去解决耕地非

粮化问题，而是积极探索“行政 ＋市场”的协同治理道路（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２１ 世纪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探索

内容

行政

强制

２０００ 年开始施行《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被称为“农业生产的五年计划”

２００２ 年颁布《土壤污染对策法》，规定了土地轮休、污染治理的方式

２００９ 年修订《农地法》，设立“两类三级”土地分类标准，限制耕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

市场

调控

２００２ 年发布《米政策改革纲要》，调整补贴方式，保障稻作农民的基本收入，稳固大米生产根基

２００３ 年颁布《构造改革特别区域法》，放宽农业准入资格，外来企业、法人等被允许进入农业

２００７ 年《水田经营安定政策》，调整补贴对象，培育稻米种植的骨干力量

２０１１ 年施行《户别收入补贴制度》，扩大稻米补贴对象，加强对小农户的保护

２０１３ 年提出《农林水产业·创造地域活力计划》，重新更改了大米补贴制度，想以培育骨干农民

的方式提高农业竞争力

２０１８ 年废除《大米生产调整政策》，日本的大米生产由国家统筹安排变为农户自主决定

资料来源：农林水产省，基本政策，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ｆｆ． ｇｏ． ｊｐ ／ ｊ ／ ｋａｎｂｏ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农林水产省，政策情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ｆｆ． ｇｏ． ｊｐ ／ ｊ ／ ｌｏｗｅｒ． ｈｔｍｌ。

一方面，政府以行政手段管控农业底线，稳固现有耕地面积。针对耕地总面积减少，弃耕、污

染面积却不断增加的现状，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管控。例如，２００２ 年颁布《土壤污染对策
法》，预防、治理土地污染。再如，２００９ 年修订《农地法》，设立“两类三级”土地分类标准，其中“一
类一级”为永久性耕地，不得用以非农业用途，并在每个自治体（市町村）规定最低稻米种植面积，

以行政强制手段守住底线。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引导稻米种植。自 ２０００ 年起，日本
政府每 ５ 年制定《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对未来 １０ 年所需要的各类农产品量进行预测，防
范因市场机制的滞后性与盲目性而导致的“大米危机”。同时，调整大米补贴对象、方式与生产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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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政策，以市场手段吸引农民种植稻米，治理耕地非粮化问题。

（三）暂得控制的耕地非粮化

２１ 世纪作为日本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全新阶段，其政策制定坚持协同性原则。从具体政策变
迁和实际治理结果来看，该时期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实施时间尚短，并且具体政策内容仍在调整

中。因此，很多政策的效果还未充分显现。２０ 多年间日本耕地总面积、稻作面积和稻米产量虽在
同步降低（如图 ３ 所示），但下降速度明显放缓。同时，《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设立的农业
目标也由于时间原因尚未显露实际效果与预想目标明显相背离的结果（如图 ４ 所示）。在此阶段
日本的耕地非粮化问题“暂得控制”，但其实际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跟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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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１ 世纪以来日本耕地、稻作面积及产量
资料来源：农林水产省，作物统计调年·作癋调年·长期累年，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ｆｆ． ｇｏ． ｊｐ ／ ｊ ／ ｔｏｋｅｉ ／ ｋｏｕｈｙｏｕ ／ ｓａｋｕｍｏｔｕ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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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计划目标粮食自给率与目标年实际粮食自给率①

　 　 资料来源：农林水产省，食料·农业·农村基本计画，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ｆｆ． ｇｏ． ｊｐ ／ ｊ ／ ｋｅｉｋａｋｕ ／ ｋ＿ａｒａｔａｎａ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农林水产省，

食料自给率，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ｆｆ． ｇｏ． ｊｐ ／ ｊ ／ ｚｙｕｋｙｕ ／ ｚｉｋｙｕ＿ｒｉｔｕ ／ ０１２ ．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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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标年粮食自给率是 １０ 年后的目标计划，例如：２０００ 年设立的目标是到 ２０１０ 年时粮食自给率达到 ４５％，而 ２０１０ 年实
际粮食自给率为 ３９％。



总体而言，２１ 世纪日本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尚处于探索阶段。日本政府对非粮化治理政策
仍在不断调整。但从已经明确的政策内容和可以观测的数据结果来看，该阶段的系列政策划定了

日本耕地红线，减缓了粮食自给率的下降速率，暂时遏制了耕地非粮化问题进一步恶化。

六、结论与启示

从国家发展视角来看，耕地非粮化是每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需要根据

经济、社会等环境的变化，将其限制在合理范围内。而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的制定，是需通过利弊

权衡、利益博弈来不断增加政策收益的动态过程。依据政策网络模型，探究不同阶段日本政府在

环境变化下的政策选择与互动机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环境客体来看，日本粮食安全问题存在粮食供给过剩与短缺的周期性交替现象。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由于自然灾害、土地兼并和国内人口激增等原因导致耕地非粮化问题

严重，存在粮食短缺问题。经过一系列举措，日本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治理成效显著，反而出现粮食

过剩现象。而为了避免因粮食过剩造成损失，治理策略再度更改，却又出现了多次“米骚乱”事

件。日本粮食自给率持续走低。由此可见，粮食安全问题存在粮食供给过剩与短缺的周期性交

替，其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演化也呈现从非粮化到趋粮化再到非粮化的变化历程。

其次，从政府主体看，耕地非粮化治理的政策制定历程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与动态性特征，是一

个循环持续的过程。其经历了传统型、竞争型和协同型 ３ 个不同的治理阶段。在传统治理阶段，
日本政府面对耕地与农民的结构性矛盾而导致的耕地非粮化问题，采取依靠自耕农群体、保护自

耕农发展的相关政策。在竞争治理阶段，日本总体呈现“农业趋粮化”。但为了国家经济的整体

发展，日本政府利用市场竞争机制调整“趋粮化”和“非粮化”的走势。在协同治理阶段，日本政府

反思以往的政策实践，制定了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治理政策。综观之，日本耕地非粮化

问题的治理政策选择与制定过程，实际是政府主体分析环境对于政策结果的反馈继而进行利弊权

衡促进政策利益不断增加的过程。

通过对日本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演化机制及其治理政策的探索与制定过程的考察，可从政策网

络过程循环、政府主体和环境客体等方面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保障政策网络过程的循环能力。耕地非粮化问题的动态性与持续性，决定了其治理也

是往复循环的过程。因此，需要提高政策网络过程的循环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一方面，

强化环境客体的接收、反馈能力。环境既是政策制定基础，也是政策变迁动因。环境客体对政策

结果的接收、反馈能力提高，才能更好地推动政策网络过程循环。另一方面，拓宽信息获取与共享

渠道。政府主体需要多样的渠道去获取信息。这有助于提高辨别能力，更加高效地确定政策网络

过程的议题和保障政策制定工作，提高政策网络过程的循环质量。

第二，提高政府的统筹能力。在政策选择与制定过程中，把握当前耕地非粮化问题的发展阶

段与演化成因，对于政府判断政策损益、确定政策议题以及协调各方利益有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

提高治理者的统筹能力。政府主体要提高自身统筹能力，更好把握当前耕地非粮化问题的实际特

征与成因，更好平衡不同主体间利益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首先，稳定政府作为元治理者的

主体地位。日本 ２１ 世纪的政策内容之所以迟迟无法发挥作用，就是由于政府派系斗争与执政党
交替原因所导致。这也证明耕地非粮化作为一个动态变化、涉及多方利益的复杂问题，需要一个

稳定的元治理主体。其次，立足整体国家安全观。耕地非粮化问题反映了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

矛盾，元治理者需要立足于当前大农业观和食物观，统筹布局、合理规划。最后，挖掘地区乡土特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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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需立足地域环境特点，依托农村、农民特质，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

第三，增强环境客体的适应能力。环境不仅是政策制定的判断基础，更是政策内容的作用对

象。自然环境具有稳定性且短期内无法改变，但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可以通过约束、引导去改变。

一方面，优化耕地非粮化治理措施，完善相关体系。从耕地管控制度到农业补贴措施，需要从多方

面提高农业、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保障稳固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合理发挥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各地区、行业的资源并不均衡，完全交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不利于现阶

段农业发展。因此需要政府进行调控，以增强对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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